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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Yan Hairong，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
ences，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迁。在 2012年《开放时代》第 3期，黄宗智教授组

织了“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专题，并在专题导言中提出了关于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

两个关键问题（黄宗智，2012）。第一个是：“隐性农业革命的生产主体到底将是资本主

义型的雇工大农场，还是小家庭农场？”对此，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提出了一个论点，认

为中国农业正在经历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第二个是：“新时代的家庭小农场面对的主

要经济问题是什么样的？”对此，黄宗智提出了第二个论点，即小农所面临的挤压主要在

流通领域，不在生产领域，“他们大多受到商业资本的摆布，在流通过程中丧失相当部分

自己所可能得到的利益”。

本期专题再次提出如何理解农业转型的问题，与 2012年的专题形成对话和争鸣。

这期专题中，黄宗智和贺雪峰基本上承接了2012年专题的中心论点，认为中国农业仍然

以小农或小规模经营为主体，小农经济不仅具有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现实

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黄宗智，2015；贺雪峰，2015a）。贺雪峰称这样的观点为小农经济

派（贺雪峰，2015b）。这两位学者激烈批评了以龙头企业引领规模化农业的政策导向，

提出了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并各自提出如何使小农与社会化生产对接的

政策建议。另外四篇文章通过宏观数据和案例分析，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已经开启了

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农村的社会分化同时伴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在

这一过程中小农虽然数量仍然庞大，但是在丧失主体性，开始直接地或间接地隶属于资

本化农业（严海蓉、陈义媛，2015；孙新华，2015；陈航英，2015；黄瑜，2015）。
以小农经济的主体性为出发点，黄宗智认为今天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需要建设小

农场＋合作社的一体化体系，而建设这样的合作化体系则需要走出崇尚农民自发性合

作和崇尚规模经营这两个误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农民合作体系发挥了政府的扶

持功能，避免了英美大而粗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建立了小而精的东亚合作化模式。今天

中国是否有条件来建设这样的体系？黄宗智认为，尽管公益性合作社的发展在中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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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十分强大的制度性障碍：国家全力招商引资，偏向资本主义企业和大户，偏向借助

个体逐利的激励机制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具有“比战前日本农政更完全、更有力的农

政体系”来实践日本二战后的合作化改革。在他看来，这样的农民合作化道路不仅是

“农政民主化”，而且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突破口。

然而事实是，今天日本也在失去维持合作体系的条件。资本主导的逆向土改正在

席卷亚洲各国的小农，侵吞他们在 20世纪前半叶通过斗争获得的果实。在亚洲许多国

家，小农正在被资本化农业所驱逐，土地再次呈现加速集中的趋势。以印度尼西亚为

例，在 2003年至 2013年间，规模农场增加了 54%，种植园增加了 19%，而小农数量减少

了16%。 日本也不例外，自2000年以来，日本农民的数量下降了40%，而农业生产公司

的数量翻了一倍，达到14333个（GRAIN ，2015）。
如果中国实践日本战后的合作化模式，那么问题的关键是：黄宗智指出的“十分强

大的制度性障碍”如何克服？除了国家招商引资等行为是制度性障碍，资本主义企业、

大户的行为和利益诉求是否也是发展公益性农民合作社的资本障碍？中国今天的农业

转型有哪些推动力？能否提供日本当年合作化的条件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

深入探讨2012年专题提出的问题。

作为小农经济派的代表人物，贺雪峰对中国农业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今天中国农业

的主要矛盾是小农户难以与社会化大生产对接。面临这一矛盾，如果说黄宗智倡导的

是东亚模式的合作社，以此解决农户与市场的对接问题，那么贺雪峰倡导的是国家支持

基本农业设施的改善、村社统筹共同生产事务。与黄宗智对经济和治理民主化的关怀

有所不同，贺雪峰以世界体系的基本逻辑和结构作为必须接受的前提，把中国当前的发

展总目标设定为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此为本；三农的价值、功能

和定位在于为总目标服务，此为末。在这一本末关系框架中，贺雪峰提出了三农的底线

功能，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农业就业、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在三大底线功

能中，贺雪峰认为“稳定器”的功能最为重要，是否服务于这一功能因此成为衡量农业现

代化成败的方针，成为评价政府政策的指南。他认为推动强富美的农业现代化政策是

本末倒置，因为国家扶持农业规模经济主体的方法恰恰有悖于三农作为“稳定器”和蓄

水池的功能，而农村自由经济和市场内生的农民分化则与三农的“稳定器”功能并行

不悖。

对于 2012年专题导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本期另外四篇文章显示了中国农业的资

本化伴随着无产化的趋势。针对当今中国农业资本化的讨论，黄宗智、高原、彭玉生

（2012）引入了列宁-恰亚诺夫的争论，计算出中国农业雇工比例约为3%，因此认为中国

的农业资本化没有伴随无产化，中国农业转型符合恰亚诺夫的命题。严海蓉、陈义媛、

孙新华计算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雇工比例远远高于3%。他们关于中国农业资本化

性质的分析没有局限于农业雇工。农业雇工虽然是讨论农业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维

度，但不是唯一维度。黄宗智等似乎把农业资本主义等同于使用农业雇工的大农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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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经营等同于非资本主义，然而本期另外四篇文章认为小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

并不形成各自独立的平行体系，并不分别代表非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

是一个体系性的存在，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无论是资本化的大农场，还是普通小农

户，都动态地存在于同一个生产关系里面，相互关联。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小农户和资

本化主体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农业资本化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小农排挤出

农业，同时也使未被挤出的小农吸附到农业资本的产业链条上。在此背景下，小农家庭

经营的存在本身既不足以说明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化，也不构成另类的道路。

从列宁关于农业资本化道路的论述延伸出来，严海蓉、陈义媛（2015）认为中国农业

资本化既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动力，即通过农民分化产生的资本化经营主体，如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外出包地农场主，甚至一些地方龙头企业，也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动力，即

资本下乡，还存在着上下并举的动力，即国家资本通过支农政策下乡与农村大户精英的

资本结合，加速推动规模化和资本积累。从改革初期到90年代中后期的二十年间，中央

主要通过鼓励农民分化来推动自下而上的资本化。最近十来年，中央和地方一方面继

续支持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鼓励种养专业大户、合作社，一方面开始支持自上而下的资

本化，如鼓励龙头企业跨区运作、企业集群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贺雪峰（2013）认

为小农立场即国家立场，然而，严海蓉、陈义媛的研究表明，国家立场并非小农立场，国

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鼓励农民分化，推动农业“去小农化”。

孙新华（2015）以一个农业乡镇为调研点研究农业转型，具体回应了 2012年专题导

言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把河镇农民分化分为两个阶段，2007年前是“有分化未突

破”的量变阶段，以中农和小农的分化为主，2007年后随着政府积极推动农业转型，分化

进入资本化主体兴起的质变阶段。资本化主体的兴起以土地集中和农业雇工的存在为

条件，政府帮助创造的正是土地集中这一条件。随着土地从小农和部分中农中流出，他

们需要通过农业务工来补充自身和家庭生存所需的收入，资本化主体需要农业雇工的

条件也同时一箭双雕地实现了。在河镇，资本化主体农业雇工率高达30%以上，远远高

于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呈现的3%。河镇农业一方面有着资本化主体的新兴，一方面有

着无产化的趋势。

孙新华的研究也使得我们不能无视农民的分化，尤其是中农的分化。即便是在“有

分化未突破”的阶段，河镇的农民分化也不能从恰亚诺夫的人口学视角来解释。在分化

突破的质变阶段，部分中农加入兴起的资本化主体中，还有部分中农变成小农。贺雪峰

把中农看成农村的稳定力量，然而研究显示中农有内在和外在的不稳定性。内在不稳

定是因为他们具有资本积累的动力，“河镇的很多中坚农民都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只

要总收益不断增加，即使增加雇工他们也非常乐意”。外在的不稳定是使中农保持为中

农的社会条件不可能稳定。当在政府推动下，条件发生变化，内外因结合，部分中农的

扩大再生产的愿望得以成全时，另一部分中农则成为小农。

陈航英（2015）的调查研究在同一乡镇展开，对 2012年专题导言的第二个问题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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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回应，即小农户面对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什么。陈航英发现，资本主体的出现也再

造了“小农”，使得小农不再是80年代初相对独立的直接小生产者，而成为资本主体的土

地和劳动力的提供者。黄宗智认为小农面临的问题主要在流通领域，而陈航英的研究

显示，资本主体对小农的排挤和覆盖不仅包括流通领域，也包括生产领域，直接吸取小

农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

陈航英的研究和黄瑜（2015）对广东雷州半岛养虾的研究同时反驳了黄宗智和贺雪

峰提及的恰亚诺夫的命题——小农的坚韧性。这是小农经济派的乐观主义源泉。然

而，这一乐观似乎是建立在一个错位的假设之上，以为资本与小农的竞争是刀对刀、枪

对枪的竞争，以为市场竞争是谁多打粮食、谁多养虾的竞争。实际上，今天资本与小农

的竞争是航母对小帆船的竞争，资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覆盖，攫取全部或部分产业链利

润，以此取胜，压倒小农。陈航英的研究显示，与资本化主体相比较，小农从购买农资到

农产品销售有许多吃亏的环节，而黄瑜的研究正是展示了资本如何从上下游延伸到生

产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在大量流失，直到中国农村出现空心化、出现老人农业、出

现未来谁来种地的担心，因此小农的坚韧性值得商榷。以小农的性质来说，现在的小农

不同于80年代初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小农。本期有四篇文章认为，现在的小农，直接或间

接地隶属于资本，为资本提供土地或劳动力，或为资本承担其不愿意承担的生产环节的

高风险。此小农非彼小农也。这些作者认为形式的貌似背后是实质的不同，主体性的

不同。农民的农业、社区的农业的确比资本的农业有优越性，不是攫取利润方面的优越

性，而是更可能发挥农业在文化、生态、社区的维护和再生产上的多功能性。但是我们

应该客观清醒地看到，在市场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在发生前所未

有的变化，农业资本化的另一面是小农在分化，小农的独立性被不断扼杀，小农对资本

体系的隶属性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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